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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低碳城市作为低碳技术应用、碳市场交易和碳管理政策实施的主要平台，是一个复杂的有
机体系，其研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这一系统可细分为时间、空间和功能三个维度。时间维是从描述城

市低碳发展的物质运动过程角度来展开研究；空间维是从包容城市低碳发展及其现象的场所角度来展开

研究；功能维是从城市低碳发展所发挥的有利作用角度来展开研究。本期专栏的三篇文章，前二篇主要涉

及城市低碳发展的空间维，第一篇从城市整体角度，测度了我国地级以上城市ＧＤＰ值前１１０强城市的碳排
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和单位碳排放提供就业岗位数三大指标的空间分异，并定量分析了影响碳排放的主要

因素；第二篇则从大学校园这个特殊社区角度，分析了节能减排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强化节能减排意识

入手，把个人自律和强化管理两方面结合起来，形成大学低碳校园建设的长效机制。第三篇从功能维角

度，就低碳交通这个要素，分析了城市道路交通低碳技术的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势，提出了中国城市道路交

通低碳技术发展的三大战略选择和六项主要措施。通过这三篇文章，以期拓展城市低碳发展的理论研究，

引导低碳技术应用于城市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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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Ｔｈｅｉｌ指数，测度我国地级以上城市ＧＤＰ值前１１０强城市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并采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分析碳排
放量的影响因素。中国城市碳排放的空间分异较为明显，西部城市的碳排放水平整体上落后于东、中部城市；总体差异值按

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单位碳排放提供就业岗位数的顺序递减，地带内差异远远大于地带间差异；常住人口数、能源强
度、人均ＧＤＰ值是影响样本城市整体碳排放量的主导因素，产业结构多元化演进水平对碳排放增长的缓解作用不甚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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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单位 ＧＤＰ的 ＣＯ２排放量降低至
１７％，已成为“十二五”规划约束性的硬指标，将和
节能减排一样被分解到各个地区。世界能源机构

（ＩＥＡ）研究表明：未来与能源有关的 ＣＯ２排放量的
增长主要来自城市。为此，２０１０年８月，国家发改
委下发通知：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五省和天

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八市被

列为低碳试点省市。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共有２００
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制定了建设低碳城市的长远规

划，没有一个省份例外。由于城市的自然条件、资

源禀赋、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等存在区域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因而分解减排指标

不宜“一刀切”，低碳城市建设也要避免“千城一

面”，要按照“因城而异，分类指导”的原则进行。

因此，在计算城市碳排放量的基础上，测度相关有

可比性指标的空间分异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

我国城市节能减碳提供科学基础和路径参考，成为

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

国内外学者对碳排放空间分异的研究已陆续展

开，如：利用 Ｔｈｅｉｌ指数的分解形式来度量人均 ＣＯ２
排放的不平等［１－２］；中国大多数研究者将各省区按

传统的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对碳排放的区域差

异进行了分析［３－５］；也有学者按各省区碳排放量大

小划分为高、中、低三类区域开展比较［６－８］；还有的

则直接分析各省区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

素［９］。牛文元领衔的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

究组探讨了２００６年ＧＤＰ排名前１００强的城市经济
和碳排放的脱钩状态，并分析了三类城市的脱钩类

别［１０］。而对于分析ＣＯ２排放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基
本上都考虑了人口总量、人均ＧＤＰ、城市化率和人类
消费行为等经济、技术类人文驱动因子［１１－１６］。以上

研究用多个国家、不同地理区域、各个省（市、区）等

的截面数据或单个城市的时序数据来开展。而我国

每个省区各城市的自然、人文条件差异也很显著，碳

排放又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研

究尺度还应缩小，以便开展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大样本城市碳排放指标的测

算、比较和空间差异及碳排放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

究尚不多见。基于此，本研究考虑到城市碳排放水

平的区域差异性，运用 Ｔｈｅｉｌ指数，就碳排放强度、
人均碳排放和单位碳排放提供就业岗位数三大指

标，来测度大样本城市的空间分异，并引入 ＳＴＩＲ
ＰＡＴ模型定量分析不同区域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
大小及差别，旨在为差异化的推动我国各地城市节

能减碳提供理论依据和定量信息。

　　一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择中国２００９年ＧＤＰ排名前１１０强的地级以
上城市（包括市辖区和下辖县市）为样本，按照传统

的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东部５４座城市，中部３４
座城市，西部２２座城市（见表１）。

表１　作为研究对象的样本城市

东部沿海地区（５４座） 中部地区（３４座） 西部地区（２２座）

沈阳、大连、鞍山、抚顺、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郸、保定、

天津、北京、济南、青岛、淄博、枣庄、烟台、潍坊、济宁、泰安、

威海、日照、上海、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

港、扬州、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台州、福州、厦

门、泉州、广州、韶关、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湛江、中山、南

宁、柳州、桂林、北海、海口、三亚

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牡丹江、长春、

吉林、呼和浩特、包头、赤峰、太原、大

同、阳泉、长治、临汾、合肥、芜湖、马鞍

山、南昌、九江、郑州、开封、洛阳、平顶

山、安阳、焦作、武汉、宜昌、荆州、长沙、

株洲、湘潭、岳阳、常德、张家界

西安、铜川、宝鸡、咸阳、延

安、兰州、金昌、银川、石嘴

山、西宁、乌鲁木齐、克拉玛

依、重庆、成都、攀枝花、泸

州、绵阳、宜宾、贵阳、遵义、

昆明、曲靖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次研究的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０》、《中国城市建设
统计年鉴２０１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２０１０》、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０、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城
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０、各城市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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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２００５年为基点，将受价格影响的数据处理
成可比价数据。人口为包括：户籍人口、暂住半年

以上的常住人口。能源消费包括：能源生产、加工

转换中的能源使用，工业、农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

能源消费，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关于各城市

ＣＯ２排放总量的计算，参考《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排
放清单指南２００６》［１７］，采用二次能源消费量换算回
一次能源消费量的方法，即：ＣＯ２排放总量 ＝一次
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 ＋二次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
（换算回一次能源消费量计算）＝全社会煤炭消费
量×煤炭的ＣＯ２排放系数＋全社会石油消费量 ×
石油的ＣＯ２排放系数＋全社会天然气消费量 ×天
然气的ＣＯ２排放系数。

（三）研究方法

１．空间分异测度———Ｔｈｅｉｌ指数分解法。对
Ｔｈｅｉｌ指数进行一阶分解，就可以将中国城市碳排
放的总体差异，分解为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异

和三大地带内各城市之间的差异，计算公式为：

Ｔ（Ｉ）＝ＴＢ（Ｉ）＋ＴＷ（Ｉ）＝∑
３

ｉ＝１
ｐｉ×ＬＮ（

Ｉ
Ｉｉ
）＋

∑
３

ｉ＝１
ｐｉ× ∑

ｊ

ｉ＝１
ｐｉｊ×ＬＮ（

Ｉｉ
Ｉｉｊ

[ ]
）

（１）

上式中，Ｔ（Ｉ）为Ｔｈｅｉｌ指数，ＴＢ（Ｉ）为各地带间
指标Ｉ的差异，ＴＷ（Ｉ）为每个地带内各城市间的差
距；Ｐｉ为第ｉ区域ＧＤＰ（或人口）在总ＧＤＰ（或总人
口）中的比重，Ｐｉｊ表示ｉ区域ｊ城市ＧＤＰ占区域ＧＤＰ
总量（或人口总量）的比重，Ｉｉ表示ｉ区域所评价指
标的平均值，Ｉｉｊ表示ｉ区域ｊ城市所评价指标的值；
ＴＢ（Ｉ）、ＴＷ（Ｉ）之和即为总差异Ｔ（Ｉ），Ｔ值越大表示
区域或城市之间的差异越大。

２．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
本研究选择 Ｄｉｅｔｚ等提出的 ＳＴＩＲＰＡＴ（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ｓｂｙ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模型［１８］，即：

Ｉｉ＝ａＰ
ｂ
ｉＡ
ｃ
ｉＴ
ｄ
ｉｅｉ （２）

式中，下标ｉ表示城市 ／区域，Ｐ代表常住人口，
Ａ代表财富，一般用人均ＧＤＰ值表示，Ｔ代表技术，ｅ
代表模型误差，因变量Ｉ代表ＣＯ２排放总量。在对模
型取对数后，（２）变为：

ＬＮ（Ｉｉ）＝ａ＋ｂＬＮ（Ｐｉ）＋ｃＬＮ（Ａｉ）＋
ｄＬＮ（Ｔｉ）＋ＬＮ（ｅｉ） （３）

其中因素 Ｐ、Ａ可以分解［１９］，而且 Ｔ也可以分
解［１３］。所以，为了便于更全面地分析问题，我们将Ｔ
分解为能源强度Ｅ（即单位ＧＤＰ的能耗）和产业结

构多元化演进水平Ｄ（Ｄ＝∑（Ｐ／Ｐ＋Ｓ／Ｐ＋Ｔ／Ｐ），
式中：Ｐ为第一产业产值；Ｓ为第二产业产值；Ｔ为第
三产业产值），于是（３）又变为：

ＬＮ（Ｉｉ）＝ａ＋ｂＬＮ（Ｐｉ）＋ｃＬＮ（Ａｉ）＋
ｄ１ＬＮ（Ｅｉ）＋ｄ２ＬＮ（Ｄｉ）＋ＬＮ（ｅｉ）（４）

由于因变量和自变量都是自然对数形式，所以

模型系数所表示的含义是百分比的变化。

　　二　结果与分析

（一）城市碳排放的空间分异特征

从分析空间分异角度，选择３个衡量城市碳排
放水平的核心指标：一是单位ＧＤＰ的 ＣＯ２排放量，
评价生产系统的碳排放强度；二是人均 ＣＯ２排放
量，评价人均碳排放水平的高低；三是单位碳排放

提供的就业岗位数，评价碳排放的岗位产出，关注

社会劳动阶层的民生问题。

首先计算出１１０座样本城市整体、东、中、西部
城市各个指标的平均值（见表２），再分别用式（１）
对各类城市的空间差异进行测度，并按东、中、西三

大地带实施一阶分解（见表３）。

表２　城市碳排放指标的比较

城市类型 碳排放强度（吨／万元） 人均碳排放（吨／人） 碳排放就业岗位贡献数（个／万吨）

东部城市平均值 ２．５２０２ １０．１１７４ １６３

中部城市平均值 ３．７７７１ １０．６１８１ １２７

西部城市平均值 ４．４６５３ １２．２４９２ １４７

样本城市整体 ３．２９７７ １０．６９８５ １４９

　　从上表城市碳排放指标的比较结果来看：碳排
放强度的差异最大，西部和中部城市超出样本城市

整体分别为１．１６７６和０．４７９７吨／万元，但东部城
市却低于样本城市整体０．７７７５吨／万元；人均碳排
放的差异在西部与东、中部城市之间也较为明显，

西部城市超出样本城市整体１．５５０７吨／人，而东、

中部城市却分别低于样本城市整体 ０．５８１１和
０．０８０４吨／人；碳排放就业岗位贡献数的差异也较
大，东部城市超过样本城市整体１４个／万吨，而中、
西部城市则低于样本城市整体分别是２２．２个／万
吨。总而言之，西部城市的碳排放水平整体上低于

东、中部城市，究其原因除自然条件、能源禀赋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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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于它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所造成的。

表３显示：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量和单位
碳排放提供的就业岗位数三个指标之间的总体指

数值也表现出不平衡性，即 Ｔ碳排放强度 ＝０．３８３４＞
Ｔ人均碳排放 ＝０．２５９８＞Ｔ单位碳排放提供的就业岗位数 ＝０．０３３８，
说明三者之间的空间差异大小依次递减。

表３　城市碳排放的空间分异

低碳发展分异指标　　　　　　　 总体 地带间 地带内 东部 中部 西部

碳排放强度
指数值 ０．３８３４ ０．１２８１ ０．２５５３ ０．１６７７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５４０

贡献度（％）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４１ ６６．５９ ６５．６９ １３．１６ ２１．１５

人均碳排放
指数值 ０．２５９８ ０．００７８ ０．２５２０ ０．０７７３ ０．０４６９ ０．１２７８

贡献度（％）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８ ９７．０２ ３０．６８ １８．６１ ５０．７１

单位碳排放提供的

就业岗位数

指数值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４８５ ０．０６２６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１９２

贡献度（％） １００．００ －４３．３８ １４３．３８ １２９．０７ １０．５２ －３９．５９

　　１．碳排放强度空间差异最大，以内部差异为
主，排序为东部 ＞西部 ＞中部。从表３可知，地带
内部差异是碳排放空间总差异的主要原因，其贡献

度达到了６６．５９％；而三大地带内部的空间差异则
表现为东部＞西部＞中部，东部内部差异对该区域
的贡献度为６５．６９％，其指数值０．１６７７，甚至还超
过了地带间的０．１２８１。由此说明，我国城市碳排
放强度的差异主要是由地带内部差异引起的，即：

在我国各区域内部的城市之间碳排放强度仍然存

在巨大的空间差异，其中差异最为明显，即 Ｔｈｅｉｌ指
数值最大的为东部城市，它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超

过了４０％。
东部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平均值为２．５２０２吨／

万元，最低的两座城市分别为深圳（１．２１６７吨／万
元）和台州（１．２３１４吨／万元），不到平均值的１／２；
最高两座城市抚顺和唐山的相应指标值则分别达

到了７．１６３７吨／万元、６．３４０１吨／万元，为平均水
平的１．５倍以上，是最低两座城市相应指标值的５
倍多。以抚顺、唐山、邯郸、日照、柳州和鞍山为首

的碳排放强度大的、资源性或重化工业城市，与以

深圳、台州、珠海、厦门和湛江为首的碳排放强度小

的、商业性或轻工业城市，及更多的交通枢纽或综

合性城市在东部共存，是导致东部城市碳排放强度

极大不均衡的内在原因。尽管这样的“极端”情况

也可见于中西部城市，但只是个别现象，如中部的

临汾碳排放强度是 ８．９４１９吨／万元、长春为
１．６２１２吨／万元，西部的石嘴山是１７．３３０４吨／万
元、延安为１．４２６６吨／万元。上述典型城市正是拉
大城市间、地带间区域分异的主要贡献者。

２．人均碳排放量空间差异较大，以内部差异
为主，排序为西部 ＞东部 ＞中部。如表３所示，地
带内差异也是人均碳排放空间总差异的主要原因，

其贡献度更是达到了９７．０２％；而三大地带内部的

空间差异却表现为西部＞东部＞中部，西部内部差
异对该区域的贡献度为 ５０．７１％，其指数值
０．１２７８，还远远超过了地带间的０．００７８，这说明我
国城市人均碳排放量的差异主要是由地带内差异

引起的，即在我国各区域内部的城市之间人均碳排

放强度更存在极大的空间差异，其中 Ｔｈｅｉｌ指数值
最大的却是西部地区，它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也超

过了４０％。
西部城市人均碳排放量的平均值为１２．２４９２

吨／人，最低的两座城市分别为泸州（３．８０８９吨／
人）和遵义（３．９０８８吨／人），均不到平均值的１／３；
最高两座城市克拉玛依和石嘴山的相应指标值则

分别达到了４９．５８０５吨／人、４４．０４３０吨／人，是平
均水平的３．５倍多，是最低两座城市相应指标值的
１３倍多。西部既有以克拉玛依、石嘴山、乌鲁木
齐和金昌等人均碳排放量大的矿业城市，也有以

泸州、遵义、延安和咸阳等人均碳排放量小的经

济社会发展落后城市，两极分化的情况导致了西

部地区内部城市人均碳排放的极大不均衡。虽然

这样的 “极端”情况也可见于东、中部地区，但

也只是个别情况，如东部的唐山为２８．５５８１吨／
人、湛江是２．１０５４吨／人和中部的包头是３６．７６４５
吨／人、张家界为２．４５９９吨／人，上述城市间的差距
导致地带间、地带内人均碳排放总体指数值较大。

３．单位碳排放提供就业岗位数空间差异最小，
以内部差异为主，排序为东部＞中部 ＞西部。各城
市单位碳排放提供就业岗位数的 Ｔｈｅｉｌ指数仅
０．０３３８，在三大碳排放指标空间差异值中最小。
地带间的贡献度为 －４３．３８％，这说明东、中、西
部地区城市通过生产、生活造成碳排放而提供就

业岗位的地带间差异很小。而地带内差异是造成

空间总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其指数值为东部 ＞中
部＞西部，东部内部差异对该地带的贡献度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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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０７％。
东部城市单位碳排放提供就业岗位数的平均

值为１６３个／万吨，最低的两座城市分别是唐山（３８
个／万吨）、鞍山（４０个／万吨），不到平均值的１／４；
最高两座城市即北京和珠海的相应指标值则分别

达到了４５７个／万吨、４１４个／万吨，超过了平均水平
的１．５倍以上，是最低两座城市相应指标值的１０
倍以上。东部既有北京、珠海、海口和厦门等单位

碳排放提供就业岗位数多的服务业发达城市，也有

唐山、鞍山、邯郸、抚顺等单位碳排放提供就业岗位

数少的重化型老工业城市，城市之间相差甚大的资

源禀赋、能源效率、劳动生产率和职能分工等综合

因素导致导致它们单位碳排放提供就业岗位数的

分异显著。

（二）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４）式，运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的岭回归函数
分别对样本城市整体及东、中、西部各市进行拟合

回归。设 Ｋ值取值为［０，１］，步长为０．０１，得到岭
回归的岭迹图。从各岭迹图看出，当 Ｋ＞０．０７时，
岭迹图变化趋于平稳，自变量回归系数也趋于稳

定，因而文中取ｋ＝０．０８时的岭回归拟合结果确定
随机模型。再对回归方程进行检验，调整后 Ｒ２、Ｆ
检验值均通过了相应的检验，岭回归方程中全部自

变量的参数 ｔ也基本上通过了显著性为５％的 ｔ检
验，说明四个截面模型的岭回归方程拟合较好，具

体拟合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ｋ＝０．０８时岭回归的拟合结果

城市类别 ａ ｂ ｃ ｄ１ ｄ２ Ｒ２ Ｆ

样本城市整体
Ｂ

ｔ＝Ｂ／ＳＥ（Ｂ）
－５．８３３４
－２０．７００７

０．８８０６
５０．９５８６

０．８２１８
３１．４２９４

０．８６４７
３０．７８５７

０．０４５２
２．５６１６

０．９７３６
９６９．１７８４
Ｓｉｇ＝０．００００

东部地带城市
Ｂ

ｔ＝Ｂ／ＳＥ（Ｂ）
－６．４８２７
－２１．６９５５

０．９１９６
４９．９５４２

０．８６５９
３０．７７７０

０．９４４９
２９．８４３４

０．０２７３
１．６６４４

０．９８９６
１１６９．９３３１
Ｓｉｇ＝０．００００

中部地带城市
Ｂ

ｔ＝Ｂ／ＳＥ（Ｂ）
－５．９５２７
－１０．５２３３

０．８８０８
１７．６６８４

０．８３２５
１６．５０９７

０．８４４３
１２．７９０３

０．０６１１
１．３８２７

０．９６０６
１７６．８１３８
Ｓｉｇ＝０．００００

西部地带城市
Ｂ

ｔ＝Ｂ／ＳＥ（Ｂ）
－２．８５５０
－２．３９３４

０．７８０９
１６．６９２７

０．５６００
５．１０８８

０．８１８７
８．７９８５

０．１４０２
２．１４２３

０．９４７３
７６．３７０５
Ｓｉｇ＝０．００００

　　注：表中Ｂ表示岭回归方程自变量ａ、ｂ、ｃ、ｄ１、ｄ２的非标准化系数，ｔ＝Ｂ／ＳＥ（Ｂ）表示岭回归方程自变量系数的ｔ检验值，ＳｉｇＦ表示岭回归
方程Ｆ检验值的显著性水平。

　　各指标非标准化回归方程系数即 Ｂ值表明常
住人口数、人均ＧＤＰ、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多元化演
进水平每发生１％的变化，将引起 ＣＯ２排放总量相
应发生ｂ、ｃ、ｄ１、ｄ２所指代数值的百分数变化。
１．样本城市整体情况。表４第二行显示，碳排

放量的影响因素按显著程度大小排序，常住人口

数、能源强度、人均 ＧＤＰ值、产业结构多元化水平
每增加１％，导致碳排放总量分别增加０．８８０６％、
０．８６４７％、０．８２１８％、０．０４５２％，样本城市碳排放
对常住人口数、能源强度、人均 ＧＤＰ值比较敏感，
表明这三者是城市碳排放的决定性因素。其原因

解释如下：人口增长对能源、土地和水等资源产生

了更大的需求，特别是化石能耗增加导致ＣＯ２排放
量的增长，对环境造成了压力；而以能源强度为代

表的技术水平提高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碳排放

的过快增长；以人均 ＧＤＰ值为代表的财富增长引
致生产能力提高、生活水平进步，均增加了资源环

境的负荷，这与我国广大城市大多还处于工业化中

期的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而广大城市还是“三高

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式

发展模式，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不快，从而产业结构

多元化演进水平对碳排放增长的缓解作用不够

明显。

２．三大地带城市差异。从东、中、西三大地带
城市来看，各变量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大小存在差

异：首先，东部城市的能源强度、常住人口数、人均

ＧＤＰ值的估计系数最大，它们每增加１％，将引起
碳排放量分别增长 ０．９４４９％、０．９１９６％、
０．８６５９％；其次，中部城市估计系数按大小排序依
次是常住人口数 ＞能源强度 ＞人均 ＧＤＰ值，它们
每各 增 加 １％，将 引 起 碳 排 放 量 分 别 增 长
０．８８０８％、０．８４４３％、０．８３２５％；第三，最低的西
部城市估计系数按大小排序依次为能源强度 ＞常
住人口数＞人均 ＧＤＰ值，它们每各增加１％，将引
起碳排放量分别增长０．８１８７％、０．７８０９％、０．５６０
０％。以上说明能源强度、常住人口数、人均 ＧＤＰ
值对东部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最显著，而对西

部城市的敏感性最低，对中部城市的显著性居中。

这主要还是它们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所

造成的，东、西部城市的技术状况、人口密度和财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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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刚好是一高一低两个极端，因而其对碳排放的

影响因素也是一大一小。另外，产业结构多元化演

进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虽不如其它三个因素显著，

但在三大地带城市之间也存在差异：西部城市最

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原因主要在于西部城市

产业结构水平最低，第三产业比重较低，碳排放对

产业结构优化的敏感性最大；而东部城市产业结构

水平最好，大都由“二三一”结构向“三二一”转变

过程中，碳排放对其的敏感性也较大。

本文通过运用 Ｔｈｅｉｌ指数，测度我国地级以上
城市ＧＤＰ值前１１０强城市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并
采用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分析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最后
得到以下结论：

１．中国城市碳排放的空间分异较为明显，西
部城市的碳排放水平整体上落后于东、中部城市。

总体差异值按碳排放强度 ＞人均碳排放 ＞单位碳
排放提供就业岗位数的顺序递减，地带内差异远远

大于地带间差异。

２．一阶分解各指标的 Ｔｈｅｉｌ指数，发现均是以
地带内差异为主。地带内差异值按大小排序，碳排

放强度为东部＞西部＞中部；人均碳排放为西部 ＞
东部＞中部；单位碳排放提供就业岗位数为东部 ＞
中部＞西部。
３．常住人口数、能源强度、人均ＧＤＰ值是影响

样本城市整体碳排放量的主导因素，产业结构多元

化演进水平对碳排放增长的缓解作用不甚明显。

东、西部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按能源强度 ＞常
住人口数 ＞人均 ＧＤＰ值的顺序递减，而中部城市
则是常住人口数 ＞能源强度 ＞人均 ＧＤＰ值的排
序。各因素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也

直接导致城市间碳排放存在较大的空间分异。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因收集全部城市、

较长时期、较多指标的基础数据存在较大困难，本

文一方面只对２００９年１１０座城市的截面数据进行
了分析，基于碳排放还受路径依赖影响，今后还要

加强时序动态变化方面的研究；二是对样本城市只

按东、中、西部进行分类，未能更加细致深入地研究

各种职能类型城市低碳发展的差异，以及交通和建

筑部门、各细分行业、生活消费等碳排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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